
　
第 55卷　第 4期

2002 年 7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5.No.4
July 2002.503 ～ 509

　○出版史

旧时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分析 

王　建　辉
(湖北省出版〈集团〉总社 ,湖北 武汉 430077)

[作者简介] 王建辉(1957-),男 ,湖南武冈人 ,湖北省出版(集团)总社编审 ,历史学博士 ,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出版史研究。

[摘　要] 企业内部关系的协调与否 ,事关企业发展的大局 。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名的近代

企业之一 ,其内部诸方面关系 ,包括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 、部门关系 、领导层关系 、劳资关系等 ,

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及成功运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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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近代的大企业之一 ,员工最多时达四五千人 ,既是近代工人集中的地方 ,也是新式知

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场所。馆内三所一部 ,各色人等 ,关系重叠 ,其内部关系无疑值得探讨 。

一 、员工间的若干关系

对于商务印书馆人员 ,可以将其分为以领导层为圆心 ,包括领导层 、骨干 、一般员工的三个不同层次

的关系圈
[ 1]
(第 88-90 页)。这种意见倒不失为一种较可操作的考察角度 。我们暂且离开圆心层次 ,先看

看员工的情形。

(一)亲缘 、地缘 、学缘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亲缘 、地缘(乡缘)、学缘(师缘)。商务印书馆是一家近代企业 ,其员工构成的

基本关系纽带却也是这三缘。

所谓亲缘 ,是说商务印书馆成员沾亲带故的很多。商务印书馆早期创业诸人间 ,不单是单纯的经济

关系 ,夏 、鲍 、鲍 、高 4人包含的 3个家庭也因通婚而结为姻亲 ,组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单位 ,并成为早期商

务印书馆的社会核心 。说商务印书馆是由亲缘关系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不为过 。随着子女亲友重重关

系的不断强化 ,令这个特殊群体倍添实力 、竞争力与凝聚力 ,在商务印书馆内部形成一种亲缘力量 。

所谓地缘或者说乡缘 ,是指商务印书馆员工构成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在编译所里 ,杜亚泉长期主持

理化部 ,由他引进的人都是绍兴同乡 ,故有“绍兴帮”之说 。国文部则有清一色的“常州帮”之说 ,这些人

主要是庄俞引进的 ,庄俞本人也是由常州人蒋维乔引见的[ 2](第 146 页)。而据包天笑说 ,整个编译所都

以常州人居多。就整个商务印书馆而言 ,员工大部分是以江苏 、浙江人为主 ,占 92%,其次为安徽 、福建

人 ,加起来占 95%[ 3](第 755 页)。郑贞文等不少人的回忆中对这种地缘关系也多提及 ,这说明商务印书

馆员工具有较强的地缘和乡缘性。这种地缘和乡缘 ,似乎比较有利 ,语言乃至思想相互有易于沟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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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种同乡关系自然会形成一种利益圈。

所谓学缘 ,是指与学界有着多多少少的因缘 ,包括学校 、学社 、同学 、社友等 。这与乡缘又有不同 ,因

为志趣更为相同 ,关系自然更为密切 ,如果是亲缘 、乡缘再加学缘 ,关系紧密程度更非寻常 。创业诸人既

多为亲戚 ,同时又都出自清心书院 。蔡元培初任编译所长时将爱国学社的成员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成为

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编写班子的主体 。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有许多都在商务印书馆 ,因而商务印

书馆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大本营 ,以至《小说月服》有人视之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类似的还有中华学艺

社和北京大学。1897至 1930年商务印书馆进用留学生达 75人 ,以留日留美为多[ 4](第 167 页),因为都

是留学生 ,相互间声气相通 ,几乎在商务印书馆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势力 。此外 ,还有商务印书馆自办各

种培训学校出身的一批人 ,可以说数以千计 ,多分布在商务印书馆各个岗位上 ,成为各方面的骨干 。

商务印书馆人员的进用多系这“三缘”的作用 ,也就是亲戚朋友故旧的介绍 ,在编译所更为明显 。据

李家驹的研究 ,张元济与高梦旦就喜欢援引同乡 ,而介绍进来的这些人又不遗余力地积极向馆内引荐。

早期商务印书馆部分主要人员的进用多由亲戚朋友的引荐而来 。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后 ,又由胡适推荐

了不少留学生进来 ,并形成了一种传统[ 1](第 79 页)。这里所说胡适的引荐 ,大抵是一种学缘关系 ,这种

传统更加强了地缘 、乡缘和亲缘 。商务印书馆人员的”三缘”纽带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是主流 ,它成为一种粘合剂 ,强化了商务印书馆人的社会关系 ,起到了加强商务印书馆企业

凝聚力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 ,不仅人员的进用 ,就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几次扩股也很明显地多在这个范

围内进行[ 1](第 99 页)。这就在“三缘”之上发展为经济合股人 ,关系更加紧密 。这种情况在近代出版业

较为普遍 ,如开明书店也大多有沾亲带故的关系 ,开明书店人员的四个来源也大抵是立达学园 、文学研

究会之类的乡缘 、学缘。编辑部门中叶圣陶和王伯祥 、郭绍虞是苏州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 ,夏丏尊与丰

子恺 、傅彬然 、贾祖璋等在浙江第一师范有师生之谊 ,叶圣陶与赵景深 、丰子恺等为立达学园同事 ,唐锡

光是顾均的学生 , “经理部门中沾亲带故的就更多”[ 5](第 91 页)。不利的一面 ,即局限了选取人的视野 ,

且并不能保证进入的人都是优秀的或者说有用的 ,甚至不乏尸位素餐的人 。如茅盾在回忆录里说的进

入者中就有“长年既不编 ,也不译 ,只见他这里瞧瞧 ,那里看看 ,或者与人咬耳说话 ,这些人都有特别后

台。”
[ 6 〗
(第 107 页)

(二)教会派与书生派

这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一种俗称。所谓教会派 ,是说商务印书馆创业之初的人同是耶稣教长老会

的教徒 ,他们的亲属子女也多在商务印书馆 ,这些人文化程度大多不高 ,但却形成了一个利益圈 ,将商务

印书馆视为家族企业 ,主要分布在印刷 、发行两所 ,在领导层上则以由教会出身的高凤池 、鲍咸昌等为代

表;所谓书生派 ,是由一批维新知识分子参加进去后形成的 ,主体是知识分子 ,主要集中在编译所 ,在领

导层上以张元济 、高梦旦等为代表 。教会派的一些人不想让后来的局外人插手 ,书生派则不满于教会派

的管理方式 ,从而形成不同“政见”之间的矛盾 。章锡琛晚年的回忆对这种矛盾有所叙述 。他是亲张的 ,

对教会派多有批评 ,说他们不懂经营 ,亦不识出版 ,而且公私不分并依仗创办人的身份 ,在馆内拥有特

权。这种教会派与书生派的分野是商务印书馆初期以来形成的并长期存在 ,王云五任编译所长时 ,他虽

是书生派引入商务印书馆的 ,但他却与教会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因为王也有他自己的宗教关系 ,并且

巧妙地运用了他们之间这一共同的背景”
[ 7]
(第 183 页)。到 19世纪 30 年代经历变故 ,教会派与书生派

的分野才退于其次 ,或者说消于无形。

(三)新人与旧人

所谓旧人多是指与商务印书馆有一定亲缘关系的人 ,而新人又多是指知识分子出身尤其是留学生

出身加入商务印书馆较晚的人 ,多集中在编译所。编辑王伯华的一则日记几乎提供那时的新人名单 ,包

括:叶圣陶 、沈雁冰 、杨贤江 、胡愈之 、周建人 、顾颉刚 、郑振铎 、周予同 、谢六逸 、章雪村 、李石岑 、徐调孚 、

顾均正 、吴致觉 、贺昌群 、傅东华 、钱江春等
[ 8]
(第 276-277 页)。同时提到他们的交往和感情都较为接近 ,

志趣相投 。新人与旧人 ,可以说都是商务印书馆的一部分中坚力量。两者的矛盾 ,在领导层那里就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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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而领导层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中坚力量上来。胡适在商务印书馆近距离考察 ,许多年青编辑包括杨

端六 、沈雁冰 、郑振铎都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 9]
(第 150-180 页)。在知识分子出身的新人看来 ,商务印

书馆这一家由传统亲缘逐步扩展的机构 ,无论是组织构架 、管理体制 、职权划分 、员工待遇 、工作环境与

条件等均有不完善之处 ,其中对待新人尤欠公平[ 1](第 52 页)。这种新旧的分野在 19世纪 20年代前最

为突出。新人既代表了商务印书馆的人脉 ,也形成了群体意识 ,正是这批新人的加入而使商务印书馆与

新一代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关系网络得以结合 ,突破了原有的格局组成新的出版群体 ,促进了“商务

人”这一群体的自我认同 ,使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更进一步走进了新文化的中心。

以上是商务印书馆相当长一段时间员工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基本结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商务印书馆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稳定 ,成为相应发展的基本条件 。

二 、运行机制与部门关系

运行机制说起来也是一种关系 ,即牵涉到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 。实际上商务印书馆最初只不过是

一个印刷所 ,1902年建立编译所 ,逐渐形成了印刷所 、编译所 、发行所三所平行的格局。这三所在长期

的运行中产生了一些弊端 ,主要是事权不清 ,相互扯皮 ,事权既难集中 ,又缺乏调度 ,夏瑞芳遇害后这一

弊端更显扩大。商务印书馆不能不进行体制革新 ,来理顺部门间的工作关系。

1915年 ,在张元济的同意与支持下 ,由陈叔通主持进行了机构体制的革新 。这次改革形成了商务

印书馆的“三所一处”的工作格局 。陈也确实是个干才 , 1914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 ,即针对商务印书

馆内部各自为政 ,事权难于统一 、落后的管理模式阻碍先进的生产运作之弊 ,着手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设立总务处的方案。即将原本分属各不相关的三所(编译所 、发行所 、印刷所)统

筹起来 ,通过总务处建立起由总经理 、经理和三所负责人参加的三所会议协商制度 ,来决定公司的大政

方针乃至相关的具体事项 。如后来张元济日记(1918年)所云:“三所会议商定 ,排印商业名录 、速排植

物名实图考及汉英词典各书事 。”[ 10](第 363 页)陈还自荐抓总务处工作 ,协助张元济通盘筹划行政 、人

事 、财务。这样一种集中的又分层次的管理体制 ,实质上是为了各部门的紧密合作 ,以保证整个公司的

各种业务顺利运作[ 7](第 146 页)。这种管理机构的调整和新领导体制的建立 ,使商务印书馆初具现代管

理的雏形 ,对未来十几年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叔通也以他在商务印书馆所作的管理体制方面的

改革这样一件事很为得意 。

这种“三所一处”的体制 ,到 19世纪 30年代王云五任总经理后又有一次变化。王在任总经理后便

嫌总务处集中事权还不够大 ,刚好 1932年“一·二八”后的复兴给王氏扩大事权创造了机遇。在复兴之

后 ,商务印书馆建立起总管理处 ,负责全馆行政工作 ,总经理主持 ,下设经理二人辅助 ,计有生产 、营业 、

供应 、主计 、审核五部 ,以及秘书处 、人事委员会。其中生产部掌管所有编译印刷事务及所有有关生产事

务 ,下置编审委员会 、出版科和各工厂[ 11](第 355-359 页)。建立了各部门都对总经理负责的高度集中的

管理模式 。这种体制的建立对于 19世纪 30年代商务印书馆在复兴后的再度辉煌起了一定作用。

部门关系实际也是企业管理水平的体现 ,是对人力 、物力 、财力的有效组织与调节 ,对社会劳动过程

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组织管理 ,商务印书馆在企业运作中始终注意此点 ,这成为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 、领导层的矛盾与协调

就领导层而言 ,商务印书馆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来协调相互关系的。平衡是基本的一面 ,商务印书

馆领导层大抵可以说原有私交 ,张元济与夏瑞芳 、高梦旦等都是关系很深的朋友 ,可以说达到肝胆相照

的程度 。王云五与高梦旦是忘年交 ,与张元济也能相安。这种真诚的或者说相互间并不太计较得失的

合作 ,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关键。但是 ,商务印书馆领导层也有过两次较为突出的矛盾与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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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商务印书馆创业早期 ,领导层中一些创业元老与主要人物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等馆

内事务就有不同的看法。夏瑞芳的存在还能使这些矛盾不至表面化 ,因为夏既是创办人又是将张元济

引入商务印书馆的人 ,故还能够居中平衡作为缓冲 。在夏遇刺(1914年)后 ,张元济顿失支持 ,要实行自

己的工作思路 ,就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与心力 ,去应付商务印书馆权力圈子里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

商务印书馆出现了内部领导层的不大也不小的磨擦 ,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核心 ,一个是高凤池 ,一个是张

元济 ,他们一个被推为总经理拥有总经理的头衔 ,一个是总经理之下的握有相当实权的经理(二把手),

他们在经营方针以及在用人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在经营上 ,一派力主拓展 ,一派偏于守成 。具体如

张元济主张发展海外 ,建立香港分厂 ,高凤池持反对意见 ,以为不如把现有的总厂办好就可;在用人上 ,

一派主张用旧人 ,一派主张用新人。用张元济的话表述是:“公主张用老人 ,弟主张用少年人;公主张用

平素相识之人 ,弟以为范围太狭 ,宜不论识与不识 ,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试之 。”张还坦陈政见:“公司事业

日繁 ,人材甚为缺乏 ,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 。若不推陈出新 ,将来败象已露 ,临渴掘井断来不

及。”[ 12](第 184 页)这种近乎二元的矛盾局面在相互调整中维持了近5年(1915—1920年)。最后到 1920

年张提出辞职 ,自述主因是与高意见不合 ,最后由董事会决定 ,两人一同进退 ,都担任监理 ,商务印书馆

又达成了一种平衡。到 19世纪 20年代 ,书生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张元济更借助外力(胡适对商务印书

馆的考察和王云五对编译所的改革)实现了大量使用新人的主张 ,实现了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用人的内

部改革 ,吸收更多的新文化人士进入 ,商务印书馆开始新一轮拓展。

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 ,在商务印书馆复员问题上 ,远在重庆的王云五与在沪的商务印书馆领导人之

间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焦点之一是对于所谓“五联”问题的处理上。“五联”是上海沦陷时期 ,在沪的

商务印书馆等 5家出版机构联合组成的一个发行教科书的机构 ,这个组织曾受到汪伪集团的控制 。王

云五要从严处理 ,这未免打击扩大化 ,而且也夹杂着个人的成分 。这其实只是一个表面问题 ,核心还在

于对战后出现的商务印书馆格局如何控制。这种意见分歧尽管还主要只在书信往来上 ,但由于王的钦

差大臣李伯嘉到沪采取的激化措施而有所加剧。这种分歧持续了大半年 ,必然影响到公司的方方面面 ,

影响到战后商务印书馆的复员进程与安排 ,最后因为王云五脱离商务印书馆而从政 ,分歧才结束。

商务印书馆领导层长期处在一种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运动中 ,多数时间里是平衡的。这为商务印

书馆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而商务印书馆领导人大多也凭借这个舞台 ,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具有

典型意义的重要人物 。

四 、近代劳资关系透视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 ,又更多地带有股份合作制的某些特点 ,因为其员工中许

多人都拥有部分股权 ,尽管多系小股东 ,但也是企业的部分拥有者。商务印书馆员工最多时达四五千

人 ,劳方力量也是很大的 。一方面 ,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企业中劳资关系是处理得较好的 ,因为商务印书

馆自认“夙抱劳资合作主义 ,尊重劳工之精神” ,对员工较为照顾 ,加薪晋升的机会也较公平 ,商务印书馆

办有各类职业培训 ,所办尚公小学被认为是沪上最大的教育机构 。这样员工在职业教育 、子女教育与就

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条件 ,福利待遇也较好。庄俞的资料对此有专门的介绍 。《新青年》劳动节特刊曾

刊出三名印刷厂工人对商务印书馆福利计划的称赞 ,说“有远见 、大大高出于它的同业”①。

另一方面 ,广大员工又与馆方形成一种劳资关系。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法人治

理结构是较为完善的 ,董事会是资方的代表 ,是股东股权和意志的体现者 ,总经理 、总务处(总管理处)是

执行者 。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往往表现为与总经理等执行机关的矛盾 。如“一·二八”事件后商务印书馆

作出解散员工的决议 ,决议是由董事会作出 ,但职工将愤怒加到了总经理王云五的头上。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长期以来商务印书馆法人结构中 ,行政对于董事会 、董事会对于股东具有一定的反向控制作用的

一面 ,是资本运作的主体[ 13](第 43 页)。这种劳资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 ,既然是劳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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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剥削 ,又不能不是阶级关系的一个反映 ,劳资关系不能不带上阶级关系的痕迹 ,或者说打上阶级的

烙印 。茅盾的回忆提到很多编辑对工作条件有所抱怨 ,甚至愤愤不平 。张元济平时视察馆内各处 ,员工

也有反感的。张元济也曾意识到自己的资本家角色和立场 ,如“一·二八”事件之后 ,张元济在给胡适的

信中说道:“在此数十日可谓吃尽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之苦。”[ 14](第 360-364 页)曾有商务印书馆人员回

忆说 ,商务印书馆对于劳方既有“胡萝卜”的一面 ,也有“大棒”的一面 ,此说也不无道理 。商务印书馆劳

资关系曾几度紧张 , 1917年 3月印刷所所长鲍咸昌辞退 4名职工 ,引发印刷所工人罢工 ,甚至中华书局

工人也有响应 ,持续近 10天 ,以双方妥协结束 。

19世纪 20年代是商务印书馆劳资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 ,这一方面有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原因 ,有管

理与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 ,也有外部环境和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缘故 ,因为 20 年代是劳工运动风起云涌

的年代。1925年商务印书馆曾发生两次工潮。8月为第一次 ,商务印书馆工人参与上海总罢工 ,职工们

以罢工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与待遇 ,保障自己的人权与自由 ,同时经济斗争和政治要求并发 ,资方最后

作出让步 ,同意改善工作时间 、调整工资和奖金制度 ,工潮平息 ,工会取得合法地位 ,并很快成为中国四

大工会之一 。因为有这样的基础 ,在 1927年的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商务印书馆成为总指挥部

所在地 ,这是后话。12月为第二次 ,商务印书馆当局年终解聘近百名工人 ,其中不少是工会活动分子与

上次罢工参加者 ,这又引发了新的罢工 。对于工潮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和领导层有两种不同意见 ,以郑

孝胥 、王显华为代表的主硬 ,不惜以停业和请兵来对付工人;以张元济 、王云五为代表的主柔 ,想采取适

当的妥协办法来平息工潮 ,保证公司正常生产不受大的影响;最后以张元济 、王云五的意见占上风 。两

次工潮的发生 ,使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在以后几年中不能不对劳资问题投入较大的注意 ,也成为困扰资方

的一个头痛的问题。董事会专门开会来议决有关劳资问题 ,一方面加强应对 ,一方面对一些待遇问题主

动作出一些调整 ,如修改酬恤章程等。这两次工潮都由王云五负责 ,这既是他 1929年辞职的原因 ,也是

他日后能复出的一个因由 。

19世纪 30年代初期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他推行科学管理的目的之一 ,据其日

后自云其实是为了调和劳资关系。“大抵劳资问题最常发生者无过于待遇 ,如能依泰罗氏的科学管理原

则 ,早日研究订定工作标准 ,则待遇自有标准可循 。待遇有了标准 ,则大部分问题之发生 ,当不难获得合

理的解决。”[ 15](第 141 页)但事与初衷有违 ,王的改革遭到反对 ,反而激化了劳资关系 。商务印书馆又出

现了工潮。王云五不得已取消推行所谓科学管理法。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 ,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

炮火攻击而毁于一旦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接受了王云五的建议实行停业并解雇在沪全体员工。这引来

劳方大为不满 ,最后由上海市政府出面调停获得解决 ,职工拿到部分补偿金。在复兴过程 ,商务印书馆

同仁同仇敌忾 ,劳资关系趋于缓和 。半年后复业 ,商务印书馆收缩战线 ,连编译所也取消了 ,人员大为减

少 ,不到原来的 1/4。王云五代表资方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如所有员工都要与馆方签订聘约 ,

这就使资方在劳资关系中更处于主动地位。王云五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了曾经使资方和管理者头痛的工

潮与冗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 ,王云五是处理劳资关系的输家也是赢家 。劳资关系让他吃尽了苦头 ,

第一次辞职也与劳资关系紧张有一定的关联 ,但由于他处理劳资关系有一定的经历与经验 ,也是董事会

在多种考虑之后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的一个因由 ,认为他对付劳工有办法[ 16](第 126 页)。而最后他又

确实摆平了这种关系而使商务印书馆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

考察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 ,劳资关系是一个必要的着眼点。它往往也是决定商务印书馆近期走向

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商务印书馆前 50年发展史上 ,劳资关系大体能够协调 ,这是商务印书馆取得平稳

发展的重要原因 。

五 、内部诸关系的基本特点

从上述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看 ,我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它所呈现出来的若干特点 。在此基础之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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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再作一番探讨 。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的特点 ,大致有这样一些:

近代企业。商务印书馆前 50年的历史是一个探索近代企业制度的过程 。由亲缘 、地缘 、学缘关系

而转化成为一种经济合股关系并与之搅和在一起 ,这一方面多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

展最初其实也是在旧的躯壳里生长 ,在旧的形式中扩大的;另一方面说明近代企业对传统也有所利用与

改造。商务印书馆在各种关系的调节中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近代企业制度 ,也就是公司制。商务印书馆

的资本运作的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 。而且 ,它是近代中国较为完善的一个近代企业 。这

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一条主线 ,一切关系在这一条主线上展开。员工与馆方的关系既与旧式雇佣关系

完全不同而具有资本雇佣的特性 ,近代企业所具有的一切矛盾运动它也都无不具有 。人们的关系是在

一种近代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 。

在商言商。这是商务印书馆对外的经营原则 ,更是对内的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商言商” ,就对外而

言便是不政治化 。后期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之一李宣龚 1950年在向股东会报告时谈到:“此前业务 ,向来

避免和政治接触”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损害自己的营业 ,也就是“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出版方针” 。这是

就主导面而言 ,自然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特色。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不冒风险这是有公论的。

“在商言商”同时是对内关系的准则 ,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文化。所谓企业文化 ,主要就是员工遵守

的共同信仰与规范 ,而基础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损害自己的营业 ,员工都要获得一定的利益 ,因此必须

依循“以商为本” 。并不是说商务印书馆没有政治倾向 ,而是其政治倾向不能影响商务印书馆的运作。

商务印书馆的商誉似乎也因此而来 。

能识大体。商务印书馆的人际关系似乎比中华书局要复杂一些 ,因为中华书局同事间的关系 ,一般

来说 ,相处是好的 ,所以有好多同仁工作达数十年之久
[ 17]
(第 80 页)。甚至也有人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关系较为复杂些而转到中华书局来的。虽然关系较为复杂些 ,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总的来看能做到识大

体 ,公私分明 ,既不因私害公 ,也不因公而妨私 。张元济与高凤池在工作中几至水火难容 ,但并不影响他

们的私交;高梦旦和郑振铎是翁婿 ,但却毫不妨碍他们各自成为劳资双方的代表 ,坐在一个谈判桌上进

行谈判。王云五经“一·二八”事件后与张元济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信任 ,但在战后的大是大非面前 ,张

又毫不犹豫地将王请出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 18](第 215页)。

封建尾巴。商务印书馆就其主流而言是近代中国最为成功的近代企业之一 ,但就是在这个近代企

业内部诸关系中却存在有一定的封建色彩。虽然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但它带有一定的封建家族色彩。

商务印书馆在其创建之初就带有家族企业的胎记 ,最初的 8户投资者 ,夏与鲍是亲戚 ,而其中多数为鲍

家子婿和姻亲。最初几位创始人 ,互相结为姻亲 ,组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合股印刷作坊 ,子女都在商务

印书馆就业 ,带有一定的裙带关系 。而后来进入的人当中 ,也推荐了不少自己的亲友进来 。如高梦旦引

进了兄长高凤歧 ,蒋维乔引荐庄俞 、庄适兄弟 ,甚至“有一家五人同受雇佣者”[ 13](第 407 页)。所以 ,商务

印书馆有相当多员工间存在亲缘关系。这种地缘 、亲缘关系固然可以相互照顾 ,但却有其弊端 。这是商

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企业留下的一条封建尾巴 ,也几乎是所有近代中国企业由来已久的共性。张元济后

来看到了这种情形对于企业发展不利 ,而极力主张自己的子女不进入商务印书馆 , “新式企业不应传

代”②。

这些关系及其所体现的特点 ,往往成为引导 、规定或者说制约商务印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 。商务印

书馆的出版影响力和文化版图大致也是这种内部关系的放大。对于一个社会或者企业 ,其内部关系基

本协调 ,就能促进其发展 ,而当这些关系失去平衡 ,就会对于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的

发展史 ,也大致如此 。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历程中 ,注意调整内部机制 ,理顺关系 ,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

重要原因 ,也是这家近代知名企业给后来人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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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见《新青年》杂志 , 1920 年 5 月 1 日 , 第 637-647 页。

②　见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 ,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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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al relat ions of an enterprise deals w ith its development.Old Financial Press w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enterprises , which internal relations , including personal relations , section relations ,

leaders relations , etc , were closel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Financi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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